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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视域下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

增长路径研究

逯　进，刘俊琦，张晓峒

摘　要：基于中国３０个省级经济体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数据，采用带有人口伴随变量的有限混合模型，依据

变量特征将各省份的经济增长客观聚类为多条路径，据此讨论了人口结构因素影响下不同省份能源效率、产

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特征及各省份隶属增长路径的动力转换机制。结果表明，能源效率、产

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并可客观分为三类增长路径进行描述与比较。同时，劳动

人口占比、人力资本与城镇化率是不同省份增长路径存有差异的重要决定性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大部

分省份的增长路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路径转换，且劳动人口占比与人力资本可以有

效解释路径转换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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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看，基于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强力推动，在 “人口红利”“制
度红利”“结构红利”的全面释放下，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经济增长态势，迅速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能源需求量逐年提高，能源消费总量大幅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９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由５７　１４４万吨标准煤上升至４８６　０００万吨标准煤，
消费量已跃居世界第一。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使中国
经济面临着环境污染与能源短缺的双重约束。然而，在煤炭资源价格优势显著的前提下，未来一段
时间我国以煤炭消耗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会改变。这意味着中短期内通过改变能源消费结构解决
能源约束问题的难度较大，而有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一次性能源的高效利用才是可行之举。
但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为此，我国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了
“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这
为从根本上解决节约型社会的平衡发展问题，进而应对国内能源消费结构转型指明了方向。

国内已达成的共识为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效率提升是实现此战略目标的主要途径［１］。实际上，
能源效率伴随经济增长而提高只是表层现象，其本质在于产业结构升级。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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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既是经济增长的 “发动机”，也是能源效率的 “监测器”。一方面，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体
在产业结构 “退二进三”的升级过程中，生产要素逐渐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并由
此带动社会整体生产效率提升，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规模效应和结构红利可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另一
方面，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为主的转变过程中将逐步降低经济体对能源的依赖性，
缓解生态环境压力，提高生产效率，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将倒逼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如
此，两者之间形成的良性互动机制可共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实际发展情况看，自２０１０年经济发展受多重因素冲击以后，我国进入了降档换速、产业结
构调整、前期政策消化三期叠加的阶段，加之 “人口红利”以及 “后发优势”的消退，经济增速放
缓［２］，我国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期。在这一情景下，自中央到地方都在全方位、立体化纵深探索经济
可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从政策导向看，“以人为本”的绿色发展理念逐渐成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的核心战略思想。考虑到人口因素的影响，努力实现人口、产业与能源三者协同共进的宏观大局，
将会有力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以人口结构变化为动因，有效揭示和全面认知我国能
源效率提升、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演化，可以从实践中深入认识我国新发展理念的基础
和背景，为推动新发展模式找到重要突破口。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人口变量为约束边界，探讨我国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特征。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拓展点在于：第一，结合数据的客观特征对全样本进行内生分
组，将各省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内生聚类为多种差异化路径，并进一步探讨
不同路径背后的决定因素。第二，聚焦上述不同路径的分类特征，基于人口结构视角，从人口数
量、人口质量以及人口空间分布三个维度，立体化诠释不同经济增长路径的深层次特征。第三，明
确解析不同地区经济增长路径随时间变动可能存在的动态转化特征，并对此做出详尽解释。

二、文献综述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众多市场经济国家经历了 “黄金增长期”。但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石油危
机”的出现使得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因能源紧缺陷入经济危机，为此经济学家开始深刻反思与探讨
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３］最先将能源作为第三种投入要素引入生产函数，探究能源约束下
的经济增长特征。他认为在能源约束条件下，通过能源产业的技术进步可以实现经济稳态。Ｂａｒｂｉ－
ｅｒ［４］认为Ｓｔｉｇｌｉｔｚ的能源约束经济增长模型存在缺陷，应将资源稀缺假设条件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
并据此重新推导出经济增长平衡点。既有研究中，众多学者从实证角度探寻不同时间、地域和投入
成本等条件下能源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基本规律［５］［６］。然而伴随世界范围内能源危机的持续加
深，研究重点逐渐转向能源利用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讨论。Ｓｃｈｏｕ［７］、Ｇｒｉｍａｕｄ等［８］认为，
对于不可再生能源，环境政策的实施是实现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保障经济增长不受能源资源约束的
根本途径。安静［９］、邵庆龙［１０］认为，提升能源效率是促进第二产业经济结构转变、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同时，从经济发展的演化过程看，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亦十分重要，有关二者关系的
观点主要有三类。第一，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一般而言，一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
中产生的 “生产率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１１］（Ｐ３１４）［１２］。第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具有抑
制作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开始时间过早、产业结构调整幅度过大均会导致经济增速下降［１３］，且产业
结构升级对不同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不相同，可能会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１４］。第三，产业
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波动性。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等［１５］、Ｓｈｉ［１６］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对一国经济增
长的影响呈周期性变化规律 。此外，部分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推动经济增长［１７］、熨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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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１８］，但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减弱［１９］。
伴随着经济增长理论迅速拓展，有关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研究也在

逐渐丰富。余江等［２０］、周明磊等［２１］将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引入生产函数，发现能源效率与产业结
构变动均可通过改变能源消费量影响经济增长。另有学者从 “环境成本”和 “低碳环保理念”角度
出发，探讨能源效率变动与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２２］。研究发现，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
的促进作用受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能源效率的提升可以倒逼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２３］。

梳理既有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两类可拓展领域：第一，在涉及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升
级与经济增长的异质性问题上，多数文献的分类分层标准是基于经验的主观分类方式 （如按地理位
置、收入水平等），而此分类可能导致分样本比较的偏差。第二，考虑到人口国情的重大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并未将人口结构纳入，探讨人口因素约束下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
化特征。为此，本文引入有限混合模型，以人口变量为约束边界，讨论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升级对
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本文试图更加客观准确地刻画异质性影响的特征以及其背后的决定因素。
这一研究将为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种思路。

三、理论解析

在Ｒｏｍｅｒ［２４］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综合余江等［２０］、张华等［２５］的研究思路，将能源效率、产业结
构引入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展开讨论。

首先，假设总量生产函数依赖于资本Ｋ、劳动Ｌ和能源Ｅ 三种生产要素，即：

Ｙｔ＝Ｋαｔ ［ＡｔＥｔ］βＬγｔ （１）
其中，Ｙ 为经济产出；Ａ表示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反映由能源技术进步所提高的生产力程

度；ｔ为时间；０＜α、β、γ＜１，且α＋β＋γ＝１。
现有研究中大多将Ａ代表的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然而，受能源市场价格、产

业结构升级、技术引进和政策导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将技术进步 “内生化”处理更符合实际要
求。本文借鉴邵帅等［２６］的方法，利用 “干中学”效应内生化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

“干中学”效应的核心思想在于：企业或集体在生产过程中积累经验并从中获得知识，提高生
产技术，加之知识的非竞争性使得知识的溢出效应可以有效提高资本效率进而抵消资本边际报酬递
减的影响。因此，生产技术与资本间存在相应的函数关系。依据 “干中学”效应的核心思想，同理
可得：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对能源资源的使用亦可逐渐累积经验，获得经验知识，进而改进生产
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之知识的外溢性使得先进生产技术可以在产业集群内迅速传播，最终
推动整个能源行业形成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因此，依据 “干中学”理论中生产技术与资本的关
系，本文假设技术进步Ａ与能源投入量Ｅ 存在如下关系：

Ａｔ＝ＧＥμｔ （２）
其中，μ表示技术进步对能源投入量的有效降低程度，即能源利用效率，μ＞０。Ｇ代表能源使

用过程中能源节约的效率参数，Ｇ＞０。
根据以上设定，生产函数可变为：

Ｙｔ＝Ｋαｔ ［ＧＥμ＋１ｔ ］βＬγｔ （３）
由索洛模型的基本假设可知：

ΔＫｔ＝ｓＹｔ－δＫｔ （４）

ΔＬｔ＝ｎＬｔ （５）
其中，ｓ为储蓄率，δ为资本折旧率，ｎ为劳动增长率。定义能源投入变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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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Ｅｔ＝εＥｔ （６）
其中，ε为能源投入变化率，ε＞０。定义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存量为：

ｋｔ＝Ｋｔ／Ｌｔ （７）
对式 （７）进行全微分求解可得①：

Δｋ
ｋ ＝

ΔＫｔ
Ｋｔ
－１ｎ

（８）

由于扩展索洛模型的核心为：保持资本量ｋ的增长率不变②，故要使Δｋ
ｋ
不变，则ΔＫｔ

Ｋｔ
须不变。

由公式 （４）可知：

ΔＫｔ
Ｋｔ
＝ｓＹｔＫｔ

－δ （９）

因此，为使Δｋ
ｋ
不变，则Ｙｔ与Ｋｔ的增长率需保持不变，即ｇＹ＝ｇＫ （以ｇ的下标字母代表相应

变量的变动率，如ｇＫ 代表Ｋｔ的变动率）。
基于ｇＹ＝ｇＫ 的前提条件，对公式 （３）的等号两边同时取对数，并对时间求导。可得均衡状

态下的经济增长率为：

ｇ＊Ｙ ＝β
ε （μ＋１）＋γｎ

（１－α）
（１０）

由公式 （１０）可知，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为μβε１－α
。这

意味着在不考虑其他因素且α、β给定时，能源效率越高，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强。
在确定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后，此时增加一个假设条件将产业结构纳入Ｃｏｂｂ－

Ｄｏｕｇｌａｓ函数：即在经济体中存在对能源消耗依赖程度不同的产业。此假设条件可被表述为：（１）
在该经济体中存在ｉ个产业；（２）每个产业的投入要素为Ｋ、Ｌ、Ｅ且各产业对三种要素的需求度
不同；（３）第ｉ个产业的要素投入系数为αｉ、βｉ、γｉ （ｉ＝１，…，Ｍ）且对任意产业的αｉ、βｉ、γｉ均
存在αａ≠αｂ、βａ≠βｂ、γａ≠γｂ，ａ、ｂ∈Ｍ；（４）第ｉ个产业的要素投入系数外生给定；（５）各产业在
ｔ时期的能源利用效率μｉｔ不相同。

利用部门分解法，若经济体存在对能源依赖性不同的产业，则对第ｉ个产业来说有：

Ｙｉｔ＝Ｋαｉｉｔ ［ＧＥμｉ
＋１

ｉｔ ］βｉＬγｉｉｔ （１１）

对于整个经济体则有Ｙｔ＝∑Ｙｉｔ，则产业ｉ在ｔ时期的初期产业结构调整系数为：

θｉｔ ＝
Ｙｉｔ－１
Ｙｔ－１

（１２）

其中，Ｙｉｔ－１为ｉ产业在ｔ－１时期的经济产出；Ｙｔ－１为整个经济体在ｔ－１时期的经济总产出；Ｙｉｔ为
ｉ产业在ｔ时期的经济产出；Ｙｔ为整个经济体在ｔ时期的总产出。则在考虑产业结构调整因素后，ｉ产业
在ｔ时期的均衡增长率有如下关系：

Ｙｉｔ ＝ （１＋ｇ＊Ｙｉｔ）Ｙｉｔ－１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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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Δｋ＝Δ
Ｋｔ
Ｌｔ －

Ｋｔ
ΔＬｔ＝

Ｋｔ
Ｌｔ
·ΔＫｔ
Ｋｔ －

Ｋｔ
Ｌｔ
·Ｌｔ
ΔＬｔ＝ｋ

ΔＫｔ
Ｋｔ －

ｋ
ｎ
，等式两侧同除以ｋ可得：Δｋｋ ＝

ΔＫｔ
Ｋｔ －

１
ｎ
。

索洛模型中虽然将Ａ技术进步考虑在内，但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建立在Ａ的一次性提升基础上。基
于这一前提，索洛模型中经济体到达稳态时，资本增长率恒定不变且为０。但在扩展的索洛模型中，我们需要考虑Ａ的
不断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基于对Ａ的这一思考，在Ａ的不断提升下，ｋ在长期内按不变的速率增长，而ｙ与ｋ
的增长率保持不变时称为稳态增长。



ｇ＊Ｙｉｔ ＝
βｉｔε（μｉｔ＋１）＋γｉｔｎ

（１－αｉｔ）
（１４）

结合公式 （１３）、（１４）可得整个经济体的经济均衡增长率为①：

ｇＹ′＝∑βｉｔε
（μｉｔ＋１）＋γｉｔｎ
（１－αｉｔ） θｉｔ （１５）

由公式 （１５）可知，经济增长除受μｉｔ、ｎ、ε的影响外，还受产业结构调整系数θｉｔ的制约。当
存在能源约束时，能源利用效率越高的产业比重越大，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强。

四、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１．基准模型。基于上述理论解析，本文首先建立如下基准模型：

ｌｎｇｄｐ＝１ｌｎｅｅ＋２ｌｎｉｎｄ＋３ｇｏｖ＋４ｏｐｅｎ＋５ｆｄｉ＋６ｌｎｓｃｉ＋７ｅｓｔｒ＋８ｌｎｉｎｖｅ＋ω１ （１６）
其中，ω１ 为随机干扰项。此外，该模型以实际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值 （ｌｎｇｄｐ）作为被解释变

量的衡量指标，以能源效率的对数值 （ｌｎｅｅ）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对数值 （ｌｎｉｎｄ）作为解释变量的衡
量指标。借鉴既有研究［２７］［２８］，本文选取政府支出 （ｇｏｖ）、固定资产投资 （ｌｎｉｎｖｅ）、外贸依存度
（ｏｐｅｎ）、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技术创新 （ｌｎｓｃｉ）、能源消费结构 （ｅｓｔｒ）作为控制变量。需要说明
的是，固定资产投资以固定资本存量作为衡量指标，其数据核算源于张军等［２９］的研究成果，以

２０００年作为基期，采用 “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出。地区生产总值、政府支出、外商直接投资等与
价格相关的变量均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进行了实际值的转换，进出口总额以年度平均汇率进行调整。

２．有限混合模型。为克服传统计量模型主观划分异质性分类标准这一基本假定的缺陷，本文
采用有限混合模型对全样本的内生异质性进行组别划分，分类后的子群体具有不同的经济增长路
径。同时，为考察各增长路径下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特征及其背后影响因素，本文将进一
步纳入伴随变量以达成上述目标。参照已有文献［３０］［３１］，建立如下带有伴随变量的有限混合模型：

ｆ（Ｙｉ│Ｘｉ，Ｚｉ）＝∑
Ｈ

ｈ＝１
πｈ（Ｚｉ，∈ｈ）ｆｈ（Ｙｉ│Ｘｉ；σｈ，μｈ） （１７）

其中，ｈ为组别数目；Ｙｉ 为某一省份的生产总值 （ｌｎｇｄｐ）；Ｘｉ 为解释变量向量组：Ｘｉ＝
（ｌｎｅｅ，ｌｎｉｎｄ）；σｈ 为解释变量在分组ｈ中的待估系数；Ｚｉ为伴随变量矩阵；∈ｈ 为伴随变量在分组

ｈ的系数；πｈ 为各经济体隶属于分组ｈ的概率；μｈ 为分组ｈ的残差项标准差。
不同省份隶属于组别ｑ的概率πｑ 满足：

πｑ（Ｚｉ，∈ｈ）＝
ｅｘｐ（∈ｑ＋Ｚｉ∈ｑ）

∑
Ｈ

ｈ＝１
ｅｘｐ（∈ｈ＋Ｚｉ∈ｈ）

（１８）

其中，∈ｑ 为伴随变量在分组ｑ的系数。此时可采用极大似然法对式 （１７）进行参数估计，其
函数公式为：

ｌｏｇＬ＝∑
Ｎ

ｎ＝１
ｌｏｇｆ（Ｙｉ│Ｘｉ，Ｚｉ）＝∑

Ｎ

ｎ＝１
ｌｏｇ［∑

Ｈ

ｈ＝１
πｈ（Ｚｉ，∈ｈ）∏

Ｔ

ｔ＝１
ｆｈ（Ｙｉ│Ｘｉ；σｈ，μｈ）］ （１９）

其中，ｌｏｇＬ是对数极大似然值，ｎ代表样本观测数目。然而，对于公式 （１９）来说，我们既不
知道∈ｈ，也不知道每个样本子群的先验概率，这为求解公式 （１７）增加了难度。为此，本文运用

ＥＭ算法对公式 （１９）进行估计，从而获得有限混合模型各部分的参数值。基于获得的参数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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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为∑ｉθｉｔ ＝１，故ｇＹ′＝
Ｙｔ
Ｙｔ－１

－１＝∑ｉＹｉｔ
Ｙｔ－１

－１＝∑ｉ
（１＋ｇ＊Ｙｉｔ）Ｙｉｔ－１
Ｙｔ－１

－１＝∑ｉ
（１＋ｇ＊Ｙｉｔ）θｉｔ－１＝∑ｉｇ

＊
Ｙｉｔθｉｔ。



用经验贝叶斯准则，省份ｉ属于特定分组ｑ的后验概率为：

︵πｑ ＝ πｑ（Ｚｉ，︵∈ｑ）ｆｔ（Ｙｉ│Ｘｉ；烇烋σｑ，︵μｑ）

∑
Ｈ

ｈ＝１
πｈ（Ｚｉ，︵∈ｈ）ｆｈ（Ｙｉ│Ｘｉ；烇烋σｈ，︵μｈ）

（２０）

根据公式 （２０）可将各经济体依据隶属概率高于０．５的准则分别归类，此时，所有经济体隶属
于组别ｍ的整体概率为：

Ｐｍ ＝∑
Ｎ

ｎ＝１
︵π（ｑ│Ｚｉ，Ｙｉ）

Ｎ
（２１）

然而，任何情况下对于数据的测算都可能存在误判偏差，但在一定范围内误差是可以被接受
的，因此计算并断定这一差误就显得极为重要。分组后整体分类的误判偏差可以由下式计算得：

ＧＥ ＝１－∑
Ｎ

ｎ＝１
ｍａｘ︵π（ｑ│Ｚｉ，Ｙｉ）

Ｎ
（２２）

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极大似然估计函数的高度非线性特征，在判别最优分组数目时仅根据

ＡＩＣ、ＢＩＣ准则较难获得全局最优分组数。为此，本文借鉴Ｌｉｕ等［３１］的做法，利用 ＡＩＣ、ＢＩＣ、

ＡＩＣ３、ＣＡＩＣ四类准则对最优分组目进行确定。
（二）指标选择
１．被解释变量：各省区实际ＧＤＰ的对数值。

２．核心解释变量：能源效率。借鉴陈钊等［３２］的做法，本文采用能源效率衡量一个经济体利用
能源投入要素产生相应经济产出值的大小，其计算公式为：

ｅｅ＝ ｇｄｐｅｎｅｒｇｙ
（２３）

其中，ｅｅ为能源效率；ｇｄｐ为经济生产总值；ｅｎｅｒｇｙ为能源消费总量。ｅｅ值越大，表明能源
要素的产出能力越强，利用效率越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表明在能源消费总量不变时经济产出增
加，或经济产出不变的情况下能源消费总量减少。

产业结构升级。本文采取付凌晖［１７］的思路度量，将第一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第二产业增加值
占ＧＤＰ、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分别作为一个分量构成向量Ｘ０＝ （Ｘ１，０，Ｘ２，０，Ｘ３，０）；将

Ｘ０ 与第一产业Ｘ１＝ （１，０，０）空间向量、第二产业Ｘ２＝ （０，１，０）空间向量、第三产业Ｘ３＝
（０，０，１）空间向量依次排列与Ｘ０ 形成夹角φ１、φ２、φ３：

φｊ＝ａｒｃｃｏｓ（
ＸＴｊＸ０

Ｘｊ·Ｘ０
）　 （ｊ＝１，２，３） （２４）

由此，可定义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公式为：

ｉｎｄ＝∑
３

ｄ＝１∑
ｄ

ｊ＝１φｊ （２５）

３．伴随变量：相比于传统计量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有限混合模型中伴随变量的作用被认为是
影响经济增长所处环境的 “更深层次”的原因。换句话说，从本文的研究对象看，如果把控制变量
看作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决定因素，则伴随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决定因素［３３］。本文选择人
口结构指标作为伴随变量的依据是：人口因素是贯穿于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变量，其自身变
化以及其对诸多宏观变量的影响都会作用于经济增长过程。在中国，人口红利以及以人口大批量迁
移为动因的城市化发展都是决定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因素。为此，参考现有文献［２７］，本文引入３
个伴随变量，分别从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空间变化三个维度描述人口结构变化特征。具体选
取如下：劳动人口占比 （ｗｏｒｋ）。本文以劳动人口占比，即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作为人口
数量的衡量指标；人力资本 （ｅｄｕ）。本文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口质量的衡量指标［２８］；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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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率 （ｕｒｂａｎ）。本文采用城镇化率，即年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人口空间分布的衡量指
标［３４］。各变量具体度量方式如表１所示。

表１　指标选取及度量方式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单位 度量方式
被解释变量 经济产出 （ｌｎｇｄｐ） 亿元 实际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值，根据价格指数调整为２０００年不变价格
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 （ｌｎｉｎｄ） ／ 利用 “付凌晖法”测算得到，以对数值表示

能源效率 （ｌｎｅｅ） ／ 地区ＧＤＰ／能源消费总量的对数值
伴随变量 劳动人口占比 （ｗｏｒｋ） ／ １５～６４岁人口数／总人口数

人力资本 （ｅｄｕ） 年 人均受教育年限
城镇化率 （ｕｒｂａｎ） ／ 年末城镇人口／总人口比重

控制变量 政府支出 （ｇｏｖ） ／ 政府支出总额／地区ＧＤＰ
固定资产投资 （ｌｎｉｎｖｅ） ／ 固定资本存量的对数值
外贸依存度 （ｏｐｅｎ） ／ 进出口总额／地区ＧＤＰ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 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地区ＧＤＰ
能源消费结构 （ｅｓｔｒ） ／ 煤炭消费总量／能源消费总量
技术创新 （ｌｎｓｃｉ） ／ 专利申请授权量的对数值

稳健性替换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 （ｌｎｔｅ） ／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之比的对数值
能源消费总量 （ｌｎｅｎｅｒｇｙ） ／ 地区能源消费总量的对数值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全国３０个省 （市）作为研究样本。受数据所限，西藏自治区及港澳台

地区未纳入本研究范围。此外，按一般划分方法，本文设置东、中、西①三大区域进行基本的异质

性探讨。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人口

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ＷＩＮＤ数据库、各省份 《统计年鉴》。为减

少异方差和统计性偏误，本文对被解释变量及部分解释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各变量原始数值的

统计性描述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经济产出 （ｇｄｐ） ４１９７．０７３０　 ３２３７．９２１０　 ２６３．７０００　 １５８０９．３４００
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 （ｉｎｄ） ６．４８９８　 ０．３２２１　 ５．８４５２　 ７．６０６７

能源效率 （ｅｅ） ０．８２８４　 ０．３７６２　 ０．１９２４　 １．８６５９
伴随变量 劳动人口占比 （ｗｏｒｋ） ０．７３０１　 ０．０３７３　 ０．６３４６　 ０．８３８５

人力资本 （ｅｄｕ） ８．４８９５　 １．０８０５　 ５．４３８３　 １２．５０２５
城镇化率 （ｕｒｂａｎ） ０．５０２２　 ０．１４７２　 ０．２０３５　 ０．８９６０

控制变量 政府支出 （ｇｏｖ） ０．２１７５　 ０．１９５０　 ０．０７０２　 ２．１４３２
固定资产投资 （ｉｎｖｅ） ７６１４．７３６０　 ８９３８．９７１０　 ２１６．２０６６　 ６６９６２．７３００
外贸依存度 （ｏｐｅｎ） ０．３０１１　 ０．３４９３　 ０．０１１６　 １．６６８２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 ０．０２５７　 ０．０２１７　 ０．０００４　 ０．１４６５
能源消费结构 （ｅｓｔｒ） ０．４７２２　 ０．１５８７　 ０．０４３２　 ０．８６３１
技术创新 （ｓｃｉ） ４０９６１．４８００　 ８００３２．７０００　 １２４．００００　 ６２７８３４．００００

稳健性替换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 （ｔｅ） １．００３８　 ０．４９５６　 ０．４９７１　 ４．２３６７
能源消费总量 （ｅｎｅｒｇｙ） １１０１２．０９００　 ７８５３．２８００　 ４８０．００００　 ３８８９９．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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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河北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中部地
区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市、四川
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



五、实证研究

（一）基准回归
在引入有限混合模型之前，本文首先给出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具体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分样本

东部 中部 西部

ｌｎｅｅ　 ２．２２５１＊＊＊ １．９２８４＊＊＊ ０．８９４６＊＊＊ １．５０１５＊＊＊

（１９．８６５３） （８．４００７） （４．５０３７） （１４．３３９６）

ｌｎｉｎｄ　 ０．６７９５＊＊＊ ０．５５９６＊＊＊ ０．５３１９＊ ２．９２０１＊

（５．０６１６） （３．３３１５） （１．８８９９） （１．６９０７）

控制变量

ｇｏｖ　 ０．４０５７＊＊ ０．３９６１＊＊ ０．４６０３　 ０．１５７７
（２．４５８５） （２．３３６９） （０．３７２１） （０．９７７０）

ｌｎｉｎｖｅ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７９４＊＊＊ －０．０３６０
（－０．４１２２） （０．６７３５） （－２．６２５１） （－０．９０８９）

ｏｐｅｎ －２．０８７９　 ４．９７２４ －１２．９３６４　 ０．３３８６＊＊＊

（－０．３８５４） （０．７８２６） （－０．７３３４） （４．２０８４）

ｌｎｓｃｉ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１３
（－１．４７４３） （－０．５７６８） （５．８４０７） （－１．６５１９）

ｆｄｉ　 ０．００９２ －８．８２８６＊＊＊ －１０．３５３２＊＊＊ ０．４６６０
（０．０１３３） （－３．８５０４） （－２．６４８３） （０．７１４４）

ｅｓｔｒ　 ２．６８３５＊＊＊ ４．１４５６＊＊＊ －０．１７４１　 ０．４２７０＊＊

（１０．３５８３） （９．１９７９） （－０．５７１５） （２．０７３３）

ｃｏｎｓ　 １．４８５７　 １．９９９０　 ５．４９１２＊＊＊ ６．９４７６＊＊

（１．５３５３） （１．５７３６） （３．０８１４） （２．０４２６）

Ｒ２　 ０．５５３１　 ０．５６１７　 ０．６５３４　 ０．６９２２
Ｆ　 ８２．１３９３＊＊＊ ３０．２７０８＊＊＊ ３１．８０６４＊＊＊ ５３．１３１０＊＊＊

Ｎ　 ５４０　 １９８　 １４４　 １９８

　　　　 注：＊、＊＊、
＊＊＊

代表各变量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ｔ值，后同。

从表３可以看出，全样本回归结果中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显著为正，系数分别为

２．２２５　１和０．６７９　５，两者均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
从能源效率角度看，可从两方面加以理解。首先从增长动力的转换看，伴随我国能源领域生产

技术的进步和规模效应的出现，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使得能源产业的整体成本下降，降低了对能源
要素的依赖性，经济增长效率大幅提高。其次从结构转变看，各部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导致能源要
素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从而产生了能源投入转移效应［３５］。受此影响，高污染、高排
放、低能效型生产部门逐渐被新部门取代，从而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转变，并由此助推创新驱动式经
济增长模式的发展。

而从产业结构升级角度看，随着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第二产业发展到较高阶段后可以为第三
产业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第三产业凭借其成本优势主动完成 “去工业化”，此良性互动机制的发
展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如果在第二产业发展不充分的条件下强行 “人为”调动资源投向第三产
业，第二产业发展受限的同时无法满足第三产业的发展需求，则产业结构升级可能会阻碍经济发
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三大产业对ＧＤＰ的贡献率转变为 “三二一”模式，２０１３年我国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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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值首次超越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 “助推器”，此后第三产业总产值一直保持
高速增长状态。

由子样本回归结果可知，从能源效率角度看，东中西三大区域能源效率系数均在１％水平之上
显著为正，且东部地区系数大小明显高于中部与西部地区；从产业结构升级角度看，东中西三大区
域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均显著为正，且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大小明显高于东部与中部地区。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均显著，但仍然无法从统计意义上说明二者
在分样本间存在显著差异。为此，本文通过 Ｗａｌｄ检验证明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升级在分样本回归
结果中的组间差异性，具体结果如表４所示。对于按照东中西划分子样本进行异质性分析而言，区
域间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升级回归系数均显著，但仍有部分系数不显著。这意味着采用地理位置划
分子样本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于回归结果的分析仍有不可观测的偏差性存在。

表４　东、中、西分样本组间差异性检验

变量
东部ＶＳ中部 东部ＶＳ西部 中部ＶＳ西部 联合检验

Ｗａｌｄ检验 Ｐ值 Ｗａｌｄ检验 Ｐ值 Ｗａｌｄ检验 Ｐ值 Ｗａｌｄ检验 Ｐ值

ｌｎｅｅ　 ０．１１　 ０．７４４８　 ５．２８　 ０．０２１５　 ６．８４　 ０．００８９　 １９８．９４　 ０．００００
ｌｎｉｎｄ　 ０．０３　 ０．８６８７　 ３．０１　 ０．０８２８　 ２．８７　 ０．０９０３　 １４．６６　 ０．０００１

（二）有限混合模型
由上可知，采用地理位置划分子样本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基于主观判断的划分标准有可

能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区域间及区域内不同省份的差异性，从而导致回归结果可能存在主观影响偏
差。此外，前述分析仅从解释变量的单因素变化角度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无法了解更深
层次的既定事实，如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系数背后所蕴涵的机理。如下就此展开进一步解析。

１．参数估计结果分析。在进行有限混合模型回归估计前，应首先确定该样本的最优潜在类别
分组数目。利用ＡＩＣ、ＡＩＣ３、ＣＡＩＣ及ＢＩＣ等法则，在模型收敛的前提下确定最优潜在类别分组
数目，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由结果可知，无论是无伴随变量的基准模型还是带有伴随变量的有限
混合模型，４种准则的最优分组数均表明最优潜在类别分组为３个。因此，可将整体样本按客观标
准划分为Ａ、Ｂ、Ｃ三类。对比两模型的４种准则可以看出，纳入伴随变量后，样本的相关统计量
显著降低，表明带有伴随变量的有限混合模型可以提高模型整体的拟合度。

表５　最优分组计算结果

类别数目 观测值 似然值对数 自由度 ＡＩＣ　 ＡＩＣ３ ＢＩＣ　 ＣＡＩＣ 检测结果
无伴随变量 １　 ５４０ －６１７．０１９２　 ５　 １２４４．０３８　 １２３９．０３８４　 １２６５．４９６　 １２６５．５０５５ 否

２　 ５４０ －５７９．６３４２　 １１　 １１８１．２６８　 １１９２．２６８４　 １２２８．４７６　 １２２８．４９６０ 否

３　 ５４０ －５１４．３５６９　 ２０　 １０６８．７１４　 １０８８．７１３８　 １１５４．５４５　 １１５４．５８２２ 是

４　 ５４０ －５５８．３２８２　 ２３　 １１６２．６５６　 １１８５．６５６４　 １２６１．３６３　 １２６１．４０５０ 否

Ｎｏ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有伴随变量 １　 ５４０ －６０９．５６２５　 ５　 １２２９．１２５　 １２３４．１２５　 １２５０．５８３　 １２５０．５９２１ 否

２　 ５４０ －４５６．２５５０　 １５　 ９４２．５１０　 ９５７．５１　 １００６．８８４　 １００６．９１１３ 否

３　 ５４０ －３４８．６１７２　 ２５　 ７４７．２３４４　 ７７２．２３４４　 ８５４．５２３７　 ８５４．５６９９ 是

４　 ５４０ －３４６．９５６７　 ３２　 ７５７．９１３４　 ７８９．９１３４　 ８９５．２４３６　 ８９５．３０２８ 否

Ｎｏ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在确定最优分组数后，利用ＥＭ 算法对有限混合模型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具体结果如表６所
示。其中，表的上半部分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下半部分为伴随变量的回归结果。篇幅所限，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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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变量的有限混合模型结果从略。但对比有伴随变量与无伴随变量模型的误判偏差可知，纳入３
个伴随变量后，有限混合模型的误判偏差总体下降２５．２８％，说明加入伴随变量的有限混合模型对
分析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原理具有重要意义。

表６　有限混合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路径Ａ 路径Ｂ 路径Ｃ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解释变量

ｌｎｅｅ　 １．０６５９＊＊＊ （１０．７３９８） ０．７４２０＊＊＊ （４．８８５３） ２．００５２＊＊＊ （１１．９６４８）

ｌｎｉｎｄ　 ２．５６４８＊＊ （１．９６１３） ４．３９３８＊＊＊ （３．１９００） ０．３９７５＊＊ （２．１３４２）

常数 ３．９９１０ （１．４９６３） ２．４１６４ （０．９１０７） ７．４６０２＊＊＊ （４．５０７１）

伴随变量

ｅｄｕ 基准组 ６．９３１７＊＊ （１．９５７５） １３．４３７８＊＊＊ （２．９８２１）

ｗｏｒｋ 基准组 ５２．８６４１＊ （１．７６７１） －５９．０７１７ （－１．１３４２）

ｕｒｂａｎ 基准组 １．２４９６ （０．２７０６） ７．４７６６＊＊ （２．５７２０）

常数 基准组 －３４．８２４５＊ （－１．８７４９） －６．８８７８ （－０．７９３３）

观测值 ２１７　 ２３９　 ８４
隶属概率 ４０．１９％ ４４．２０％ １５．６１％
误判偏差 ５．００％

为方便描述，本文将三条路径分别用路径Ａ、Ｂ、Ｃ来代表。整体看，三条路径下能源效率系
数分别为１．０６５　９、０．７４２　０和２．００５　２，Ｃ中的系数最大，Ｂ最小；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分别为

２．５６４　８、４．３９３　８和０．３９７　５，路径Ｂ中的系数最大，Ｃ最小。从伴随变量的结果看，路径Ｂ中，
人力资本和劳动人口占比的系数显著为正；路径Ｃ中，人力资本和城镇化率的系数显著为正。从
分组概率的结果看，隶属于路径 Ａ、Ｂ、Ｃ的概率分别为４０．１９％、４４．２０％、１５．６１％，表明在样
本观察期间内，多数省份隶属于路径Ｂ，极少省份隶属于路径Ｃ。

上述结果的现实意义在于：首先，从路径Ｂ看，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最大，
据此可将路径Ｂ界定为 “产业升级驱动型”。同时，观察伴随变量，路径Ｂ中人力资本和劳动人口
占比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人力资本和劳动人口占比有助于提升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
增长的促进作用，且两者更有助于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

其逻辑含义在于，一般而言，劳动力主要从数量与质量两方面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二元经济
理论”和 “配第－克拉克定律”均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是劳动力的转型升级。充足的劳动供
给量凭借其劳动力成本优势助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迅速发展，此时产业结构调整为
以第二产业为主。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发展空间开始萎缩，数量型人口红利开始消退。各
企业往往用资本替代劳动，以 “人才红利”取代 “人口红利”，从粗放型生产方式转向集约型生产
方式，此时产业结构过渡到以第三产业为主。在此过程中，劳动力的转型升级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
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３６］。从现实情况来看，充足的劳动供给量是中国取得 “经济奇迹”的关键
因素之一。近年来随着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产业结构被迫转型升级。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
展既对劳动力供给数量有需求，也对劳动力供给质量有要求。由此可见，实现劳动供给数量与人力
资本质量的同步提升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由图１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期间，我国整体劳动力就业人数逐渐攀升。以２０１２年为分界点，２０１２年以后我国第三产业就业
人数总量持续上升，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总量呈下降趋势。观察图２可以发现，我国人力资本水平自

２００５年后持续提高；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稳步提升，并于２０１５年首次超越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因
此，总体看，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综合提升可增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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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与总就业人数

图２　第二、三产业产值与人力资本趋势图

但为何相较于路径Ａ，路径Ｂ中能源效率系数明显下降？结合伴随变量的作用可探究其原因在
于：通过观察原始数据可知，一方面，我国劳动人口占比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呈下降趋势，由此出现了
劳动力供给紧缺问题，推动劳动成本不断上涨。而用工成本的增加将 “挤占”企业技术研发资金，
进而导致企业研发速度放缓，从而阻碍了能源效率的提高［３２］。另一方面，考察期内我国人力资本
水平与能源效率几乎保持同步变动趋势，这意味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有效推动能源利用效率的
提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从人均受教育年限看，我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人口占比较低，人
力资本结构呈 “金字塔型”特征，表明目前我国低水平的基础性人力资本比例较高，而高素质、高
技术的研发型人才稀缺，可能无法满足能源效率提升及其技术研发所需配备的专业化高水平技能型
人才的需求，最终导致能源效率提升缓慢，进而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其次，从路径Ｃ看，其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最大，据此可将路径Ｃ界定为 “能源
效率驱动型”。同时，路径Ｃ的伴随变量中，人力资本和城镇化率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力资本和
城镇化率有助于提升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且二者更有助于发挥能源效
率的经济增长效应。

产生上述结论的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使得关联企业和产业在地理上更加集
中，其产生的集聚效应将有利于创新信息在集群内的溢出和扩散，激励集群内企业实施创新活动，
从而提高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３７］。进一步，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离不开新
技术的应用。无论是自主研发带来的技术创新，还是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扩散产生的技术吸收、工
艺改进，其核心投入要素都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对于促进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双重效应。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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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推进能源利用方式的变革，从而提高能
源效率。其次，人力资本的提升增强了企业消化吸收外部技术的能力，进而有利于企业能源效率的
改善。因此，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和人力资本的双重效应可共同增强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但为何相较于路径Ａ，路径Ｃ中产业结构升级系数明显下降？其原因可能在于：城镇化的快速
推进使得劳动力向城市集中并促使生产方式向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生产方式转变，进而产生规模效应
与集聚效应。同时，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力资本集聚及劳动力结构的完善带来国民整体素质
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促使劳动力由农业向其他产业转移，并进一步推动城镇化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迈进。城镇化与人力资本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有利条件。然而，城镇化、人力
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适配度是否在合理区间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部分地
方政府为突出政绩，把快速城镇化作为发展首要目标，导致城市土地滥用、人口无计划扩张。而其
他环节如农村人口的非农化转变、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不匹配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 “伪城市
化”，造成人力资本累积速度放缓，形成人力资本的 “侵蚀效应”［３８］，进而造成部分城市产业结构
升级步伐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停滞不前。《２０１９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明确了加快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与非农化转变、提高农村人口人均受教育水平、提升城镇发展质量、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等任务。可见，解决城镇化发展、人力资本聚集和产业结构升级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实现三
位一体良性互动，对于促进各产业在更高水平上的有机融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最后，为从统计意义上证明有限混合模型的回归结果存在组间差异性，通过 Ｗａｌｄ检验验证有
限混合模型回归结果中三种路径间的差异性，具体结果如表７所示。可以发现，不同增长路径下的
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均呈现显著差异性，且三种路径的联合差异性检验Ｐ值均在１％水平上显
著，说明有限混合模型中三种路径的解释变量间存在异质性。

表７　有限混合模型组间差异性检验

变量
路径Ａ　ＶＳ路径Ｂ 路径Ａ　ＶＳ路径Ｃ 路径Ｂ　ＶＳ路径Ｃ 联合检验

Ｗａｌｄ检验 Ｐ值 Ｗａｌｄ检验 Ｐ值 Ｗａｌｄ检验 Ｐ值 Ｗａｌｄ检验 Ｐ值

ｌｎｅｅ　 １０．９８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６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１　 ０．０７８４　 ２６０．８９　 ０．００００
ｌｎｉｎｄ　 １１．１８　 ０．０００８　 ４８．７７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９５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５１　 ０．００００

２．经济增长路径的动态转换。有限混合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能够观测到同一经济体随发展
阶段的不同而产生路径转变。因此，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利用有限混合模型对中国省级经济
体的发展路径转变特征做出解析。具体作法是对隶属于不同路径下的省级经济体进行测算，具体结
果如表８所示。其中，括号内为发生路径转变的省份数量。可以发现，路径Ｃ相对稳定，不存在路
径变迁；隶属于路径Ａ的省级经济体大多数发生了路径转变。具体看来，北京市、天津市、上海
市、贵州省、云南省、青海省一直处于路径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一直处于路径Ｃ，其余
省份①则由初始阶段的路径Ａ转换为路径Ｂ。从整体上看，全国有９个省份未发生路径转换，２１个
省份在不同的时间点发生了路径转换，表明在考察期内，多数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效率对经
济增长的作用发生了改变，其经济增长路径亦随之转变。值得一提的是，与按照东中西传统分类模
式结果相比较，部分隶属于东部地区的省级经济体在有限混合模型中发生了路径转换，而中部与西
部地区发生路径转换的省份居多。这意味着相较于传统东中西分类方式，有限混合模型在探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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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发生路径转换的省份为：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陕西省、甘肃省、广东
省、海南省、四川省、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南省、山西省、湖北
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异质性问题上更为灵活和客观，其对于子样本分组内的个体特征考察更为详细。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此增长路径转换的结果为依据后验概率０．５的标准 （经济体发生路径转换

的边界点为０．５）划分得来，故为避免单一后验概率标准严重影响转移矩阵的准确性，这里将后验
概率更换为更高的０．７ （经济体属于某一路径的概率）后，增长路径转换的结果与后验概率０．５保
持一致。由此可见，表８的转移矩阵结果较为准确。

表８　增长路径转移矩阵

初期路径＼终期路径 路径Ａ 路径Ｂ 路径Ｃ 合计

路径Ａ　 １００％ （６） ７０％ （２１） ０　 ９０％ （２７）

路径Ｂ　 ０　 １００％ （０） ０　 １００％ （０）

路径Ｃ　 ０　 ０　 １００％ （３） １００％ （３）

合计 ２０％ （６） ７０％ （２１） １０％ （３） １００％ （３０）

为什么会发生上述路径转换？其背后的动因和逻辑又是什么？对此需要展开进一步讨论。一种
可行的简便方法是检验不同增长路径下的伴随变量在路径转换前后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由于路径转
换主要发生在路径Ａ与路径Ｂ之间，遂将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间维持在路径Ａ和路径Ｃ未发生路径转换
的省份剔除，仅保留２０００年隶属于路径Ａ且２０１７年隶属于路径Ｂ的省份。利用双侧Ｔ检验对路
径转换前后的伴随变量进行差异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９所示。可知，所有伴随变量在路径转换前
后均发生显著变化，人力资本与劳动人口占比的差分系数均显著为正；城镇化率的差分系数为负但
不显著。结合上文中有限混合模型的回归结果 （如表６所示）可知：相较于路径Ａ，路径Ｂ中的产
业结构升级系数显著上升，但能源效率系数略有下降，表明人力资本与劳动人口占比的提升是促使
经济增长路径由路径Ａ转变为路径Ｂ的原因所在。

表９　增长路径转换的决定因素

增长路径 ｅｄｕ　 ｗｏｒｋ　 ｕｒｂａｎ
路径Ａ　 ７．６６８６　 ０．７００６　 ０．５１６９
路径Ｂ　 ８．８０８６　 ０．７３２４　 ０．３９０２
差分 １．１４００＊＊＊ ０．０３１８＊＊＊ －０．１２６７

Ｔ检验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９０１

进一步，图３汇报了部分省份发生增长路径变迁的时间点。可以发现，多数东南沿海省份发生
路径转换的时间点较早，均在２００８年以前 （包括２００８年）。结合表９增长路径转换决定因素，并
联系有限混合模型回归结果 （如表６所示）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我国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不断上
涨，在此期间工业增加值占比最大。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期间，工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由４０．３５％跃升为４５．０１％，而东部地区作为工业高速发展的 “排头兵”，其在引进外
资、吸引高素质人才、政策扶持等方面比较优势明显，因此其产业结构升级步伐较快。但由图４可
知，在２００８年之前，我国第二产业对经济产出的贡献率明显高于第三产业；且由图５可知，河北、
山东、江苏、浙江、福建５省工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均居于前列。这也再次说明，我国此阶段主
要依赖高能耗资源的投入实现资本累积，以此形成强大经济增长动力。庞大能源消耗量加之粗放型
发展模式成为此阶段能源利用效率迟迟未有较大提升的原因之一，进而导致能源效率提升对经济增
长的促进作用较小。也正因如此，“十一五”规划期间，国家提出 “调结构、促发展”的大政方针，
极力倡导大型国有企业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生产链。但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并非一日之功，其本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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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部分省份发生路径转换 （Ａ→Ｂ）的时间点

度慢、困难大、时间长的特点也导致了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不能快速退出市场，同时也造成了短期
内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强度不升反降的结果。

图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第一、二、三产业产值与人均受教育年限趋势图

图５　各省份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工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叠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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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３可知，河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发生路径转换的时间集中在２００８年以后，而这５
个省级经济体全部地处中部地区。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２００６年 《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的若干意见》的颁布使得中部地区迎来重大发展机遇期，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人均受教育水平
稳步提升，城乡一体化建设逐渐完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发展活力竞相迸发，人民生活
水平大幅提高。但由于中部地区地处内陆，一方面，其区位劣势较为明显，经济活力相对薄弱，因
此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需要一定时间的累积；另一方面，作为我国能源资源相对丰富的地
区，２００８年以前由于过度依赖原材料输出和初级产品加工，导致资源优势并没有真正转化为经济
优势，加之中部地区第二产业比重过高且支柱性产业主要集中在重工业领域，高能耗、高污染的大
型企业居多且受到生产设备不够先进、生产技术较为落后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严重制约了能源效率
的提升，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间较晚。

四川、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重庆市等西部省市的路径转换时间均在２０１０年以后，这可
能是因为：自２０００年起，我国开始全面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特别是 “十五”至 “十二五”期间
重点改善了西部地区的道路、交通、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提升了西部的农村教育水平和人才
培养计划，持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全力推进能源、矿产资源和特色产业深度发展。正是这一
时期的 “厚积”，为之后促进上述省份的增长路径转换奠定了基础。

六、稳健性检验

（一）遗漏变量检验
由于本文主旨在于探讨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考虑到影响经济增长的

因素众多，控制变量的选取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为此本文借鉴干春晖等［３９］的做法，引入解释
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交叉项作为控制变量以解决这一问题。但此方法可能产生新的问题———双向因
果问题。为此，本文基于残差项与不同期的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假设前提，在引入解释变量与被解释
变量交叉项的同时，将解释变量的三期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之，具体结果见表１０模型１。
由模型１结果可知，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均显著为正，解释变量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
一致。这意味着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不存在明显的遗漏变量型问题。

（二）双向因果检验
需要注意的是，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其原因在于：经济水平的提高将

增加各行各业对能源的需求量，加之开采技术升级和运输便捷等优势，势必影响能源效率的提升，
由此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将造成回归结果的偏差。为此，借鉴相关研究，本文引入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作为工具变量［４０］。鉴于此，本文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能源效率的第１—３期滞后项和产业结
构升级的１—２期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对基准回归重新进行估计，确保计量结果的稳健性，具体
结果见表１０模型２。从模型２的２ＳＬＳ估计结果看，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统计量大于其临界值①，
模型可以避免弱工具变量问题，Ｓａｒｇａｎ检验Ｐ值均大于０．１，表明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在
尽可能控制了模型自身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尽管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大小发生了微弱变
化，但其正负性和显著性与前期研究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本文基准回归的结果是可信的。

进一步，为避免伴随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借鉴刘贯春等［２７］的做法，本
文将伴随变量的一期滞后项纳入有限混合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见表１１有限混合模

—６９—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统计量的零假设是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当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统计量大于ＳＹ　ｗｅａｋ　ＩＤ
的临界值时表明拒绝零假设，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型４。观察有限混合模型４的结果可知，解释变量和伴随变量的系数大小变化趋势、系数显著性及
路径隶属概率均与路径Ａ、Ｂ、Ｃ保持一致，说明有限混合回归结果稳健。

（三）替换变量检验
为避免因指标选取而造成的回归误差，本文参考干春晖等［３９］与隋建利等［４１］的做法，将能源效

率替换为能源消费总量的对数值 （ｌｎｅｎｅｒｇｙ），将产业结构升级替换为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
增加值之比的对数值 （ｌｎｔｅ），对基准回归和有限混合模型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见表１０
模型３和表１１有限混合模型５。从表１０模型３的结果看，基准回归的核心解释变量均显著为正，
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由表１１有限混合模型５可知，解释变量和伴随变量的特征以及路径隶
属概率与路径Ａ、Ｂ、Ｃ基本一致，说明基准模型和有限混合回归模型的结果是稳健的。

表１０　遗漏变量检验结果

变量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ｇｄｐ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ｌｎｅｅ　 ０．６５２７＊＊＊ ０．８１３１＊＊＊

（１０．８７４０） （３．３１１７）

ｌｎｉｎｄ　 ０．３７９２＊＊＊ ０．３６４７＊＊＊

（１９．１１０４） （２．５９８８）

ｌｎｇｄｐ×ｌｎｅｅ　 ０．１３０４＊＊＊

（６０．２２８２）

ｌｎｇｄｐ×ｌｎｉｎｄ －０．０５１０＊＊＊

（－５．５３４２）

ｌｎｅｎｅｒｇｙ　 １．１５５９＊＊＊

（４４．８５５２）

ｌｎｔｅ　 ０．１１８６＊＊＊

（２．９３８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１９．３９８
（９．０８）

Ｓａｒｇａｎ　 ４．５９３
（０．１００６）

ｃｏｎｓ　 ２．１１８８＊＊＊ －１．２７３７＊＊＊

（１７．４２５４） （－４．５８８４）

Ｒ２ ０．９４７５　 ０．４５５３　 ０．８８１９
Ｆ ２４１２．５２５８＊＊＊ ４３．４６２７　 ４９５．４５３９＊＊＊

Ｎ ５４０　 ４５０　 ５４０

　　　　　注：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括号里为ＳＹ　ｗｅａｋ　ＩＤ的１０％水平标准值，Ｓａｒｇａｎ括号里为Ｐ值。

表１１　双向因果检验结果

变量
有限混合模型４ 有限混合模型５

路径Ａ１ 路径Ｂ１ 路径Ｃ１ 路径Ａ２ 路径Ｂ２ 路径Ｃ２
ｌｎｅｅ　 １．０８７５＊＊＊ ０．６５８５＊＊＊ ２．７４１５＊＊＊

（１１．３４０５） （７．３３４３） （１４．８１５５）

ｌｎｉｎｄ　 ４．４５０４＊＊＊ ４．５８４０＊＊＊ １．４３１４＊＊＊

（３．２１７９） （４．９６０９） （３．１２９６）

ｌｎｅｎｅｒｇｙ　 １．１９５６＊＊＊ １．１０２７＊＊＊ １．４２３６＊＊＊

（４５．０４７３） （４４．９７０６） （５．７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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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１

变量
限混合模型４ 有限混合模型５

路径Ａ１ 路径Ｂ１ 路径Ｃ１ 路径Ａ２ 路径Ｂ２ 路径Ｃ２
ｌｎｔｅ　 ０．６８５９＊＊＊ １．１１８０＊＊＊ ０．６６１０＊＊＊

（１２．５４３９） （２８．６９００） （７．０６５５）

伴随变量

Ｌ．ｅｄｕ 基准组 ９．３４９１＊ ３２．１８２７＊＊

（１．９３３６） （２．４４１１）

Ｌ．ｗｏｒｋ 基准组 ７５．２０３９＊＊ ６９．７２９４
（２．０３９７） （１．４９４９）

Ｌ．ｕｒｂａｎ 基准组 １．８６４５　 ２９．９３５３＊

（０．６４５６） （１．７００１）

ｅｄｕ 基准组 ５．３７１６＊＊＊ ２８．１８７１＊＊

（４．４６５４） （２．３６４１）

ｗｏｒｋ 基准组 ４４．０２２４＊＊＊ ４０．４１６５
（３．９８７２） （１．３７８９）

ｕｒｂａｎ 基准组 ０．７３５０　 ２９．７８９２＊

（０．４２１２） （１．７３０８）

隶属概率 ３５．６７％ ４５．８７％ １８．４６％ ４１．２５％ ４４．１６％ １４．５９％

七、结　论

本文基于中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３０个省级经济体的面板数据，运用带有伴随变量的有限混合模型
探讨了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路径选择及路径转换问题，并通过人口伴随变量对路
径转换背后的原因进行诠释。主要结论如下：（１）通过有限混合模型的内生聚类分组可知，能源效
率、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分为三种路径，但三种路径下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升级对经
济增长的促进强度并不相同。相较于路径Ａ，路径Ｂ中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
路径Ｃ中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２）三种人口伴随变量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
路径分为三类的原因。对于路径Ｂ而言，人力资本和劳动人口占比的提高有助于提升能源效率和
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且二者更有助于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对于路
径Ｃ，人力资本和城镇化率的提升有助于增强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且
二者更有助于发挥能源效率的经济增长效应。（３）与传统回归模型相比，中国省级经济体的增长路
径并非一成不变，各省级经济体可随人口伴随变量的变动而发生路径转换。

由此可见，忽略经济增长路径间的差异性以及增长背后的动力源将很难精准地解释不同经济体
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所在。放开经济体遵循相同增长路径这一假设，将有助于辩证地看待中国当前
经济发展中各区域间经济增长存在的差异性问题。为此，针对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强化我国人力资本的发展质量。加大对高层次、高水平、高素质人才的
培养力度，增强人力资本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效率的适配度。第二，近年来我国适龄劳动人
口数量的下降应引起各地政府的关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劳动人口数
量的持续下降将使得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 “招工难”现象进一步恶化。因此，实施渐进式延迟
退休政策、确保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平稳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保障。第三，政府应
积极引导地方企业从资源依赖型向效率型企业转变，节能降耗、完善产业链条，实现规模经济和集
约化生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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